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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影响者营销负面效应的
缓解作用

———基于多重动机推理模型的实验研究

曾秀芹　 许静妍

摘要:研究通过 2 个实验,检验赞助披露对影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的负面效应,探究

情感动机推断和获利动机推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同时探究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负面效应

是否具有缓解作用。 结果显示:赞助披露显著降低品牌态度,并且赞助披露可以通过降低

情感动机推断和影响者可信度这一中介因素而影响上述营销效果。 信息偏向被证实在赞

助披露和获利动机推断间起到调节作用,即双面信息( vs. 单面信息)情况下,赞助披露对获

利动机推断的影响更弱,从而缓解赞助披露对影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的负面影响。 研究

揭示了用户如何根据不同情境处理多重动机推断,进而影响用户的情感和态度,并探讨信

息偏向这种信息公正策略对赞助披露负面效应的缓解作用,丰富了赞助披露的研究成果,
对于影响者营销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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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社交媒体时代背景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扮演传播者的角色,分享自己的观点和见闻,包
括对品牌和产品的感受。 广告营销的手段也与时俱进,社交媒体广告和影响者营销应运而生,并日

渐成为举足轻重的营销方式。 据报道,2023 年互联网广告投入的形式中,与意见领袖( KOL)合作的

广告占比最高,达 77% [1] 。 在我国,以“种草社区”为定位的小红书成为品牌方和影响者内容营销的

主战场。 小红书是一个内容分享型的 UGC 社交平台,引导用户分享自己的生活方式,“好物分享”和

“产品使用心得”等特色内容逐渐成势,为影响者营销提供了天然阵地。
社交媒体影响着营销流行的同时,如何规范该营销方式,保护消费者权益被提上日程。 《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四条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与其他非广

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2] 。 但是,很多广告主和影响者担忧打上广告标识会产生对

营销效果的负面影响,常常绕过正规合作报备[3] 。 那么,如何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赞助披

露的负面影响呢? 有些影响者通过声明信息内容的公正性,即不是单单展示产品的优点(单面信

息) ,而是同时展现产品的优点和缺点(双面信息)来试图缓解赞助披露带来的负面影响。 消费者对

坦诚合作赞助的影响者也逐渐展现出包容态势,支持喜爱的博主得到品牌“金主爸爸”的青睐。 这种

坦诚带来的支持“恰饭”风气是否会缓解赞助披露的负面效果? 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又是怎么样的呢?
梳理以往研究发现,说服知识模型常被广泛应用于解释赞助披露的负面影响机制[4] 。 赞助披露

的存在使得用户激活说服知识,将赞助帖子识别为有说服意图的广告,因发生意义的改变而对说服



产生抵抗,从而导致对影响者和品牌的不利态度[5] 。 此外,多重动机推理模型也以受众对影响者行

为的动机推断为切入口,为解释这一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6] 。 那么,是否由于赞助披露的存在,用户

在知晓商业意图这一情景约束下,通过信息偏向策略,对影响者的多种动机,尤其是情感动机和获利

动机作出推断,从而形成对影响者和产品品牌的态度? 以往研究鲜有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因而,本研

究拟以多重动机推理模型和说服知识模型为理论基础,以小红书平台为例,探究赞助披露对影响者

营销的负面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即消费者对影响者情感动机和获利动机的推断在赞助披露与营销效

果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负面效果的缓解、调节作用。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影响者营销

影响者营销( Influencer
 

Marketing)即借助社会化媒体影响者为品牌产品和服务推广的实践[7] 。
社交媒体影响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基础,他们通过发布帖子,吸引各种兴趣领

域(生活方式、食物、化妆品、时尚话题等)的用户[8] 。 相对于传统名人来说,影响者和消费者更加亲

近、相似[9] 和接地气[10] ,呈现的自我与现实生活更加真实[11] ,更容易获得认同[12] 。 当消费者感到影

响者是开放的、自我呈现的、真实的时,他们对影响者产生更高程度的信任,更可能信任影响者所传

递的品牌信息[13-14] 。
影响者营销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营销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展开,主要从消费者认知(广告识别) 、

态度(影响者可信度、产品和品牌态度)和行为(参与意愿、分享意愿和购买意愿)三方面考察营销效

果,尤其是态度和购买意愿。 例如,基于信源理论,学者提出了关于影响者的来源可信度模型,关注

影响者信息源的身份,从受众对影响者的信任感知角度出发解释影响者营销的效果和作用机

制[8,15] 。 还有在社会影响理论、意义迁移理论等理论基础上,将研究视角集中在由影响者与受众的

一致性引发的认同感及其对品牌态度、购买行为等的影响[16-17] 。 近年来,准社会关系被引入影响者

营销,探索这种关系对营销效果的影响[18-19]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赞助披露

由于影响者通常是在其个人生产的内容中推广产品,消费者并不总是能识别到他们的商业意

图。 同时,影响者的帖子通常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让用户觉得更自然和真实[20] 。 因此,社交媒

体上具有商业性质的赞助帖子很容易被伪装成真实用户生成内容[21] ,用户可能无法分辨影响者的

商业帖子和非商业帖子[22] 。 影响者营销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欺骗的行为,特别是年轻人缺乏对广

告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能力[23] 。 2015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 FTC)
发布了关于原生广告应该如何利用标签和视觉线索区分社交内容和商业广告内容的实践指南[24] 。
2016 年,我国也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要求“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

‘广告’ ,使消费者能够辨明其为广告” [25] 。 这些标签或线索即为赞助披露( Sponsorship
 

Disclosure) ,
旨在让消费者清楚地识别广告的说服企图,并保护消费者不被欺骗或误导[26-27] 。

与赞助披露相关的研究中,学者特别关注赞助披露与说服知识之间的关系。 根据说服性知识模

型( Persuasion
 

Knowledge
 

Model,简称 PKM) ,个人可以通过经验识别营销信息的说服性意图[4] 。 披

露信息的利益和补偿外部来源,激活了用户的说服知识和广告识别,使得用户将赞助帖子识别为有

说服意图的广告,此时社交媒体内容的意义发生改变,即从影响者个人的原创内容变成带有说服尝

试的商业广告,用户感受到被欺骗和对社交媒体帖子的不信任,并采取怀疑和抵抗等应对策略[28] ,
如负向影响产品态度、品牌态度、口碑传播及购买意图等[5-6] 。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影响者赞助营销中,与不披露相比,赞助披露的存在会降低影响者可信度

H2:影响者赞助营销中,与不披露相比,赞助披露的存在会负向影响产品态度

从影响者的来源可信度模型我们可以推理出,受众对影响者这个营销信息来源的信任感,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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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态度和行为意愿[8,15] ,即影响者可信度会正向预测产品态度,因而提出以下关于中介效果的

假设:
H3:影响者赞助营销中,影响者可信度在赞助披露与产品态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多重动机推理模型

多重推理模型( Multiple
 

Inference
 

Model,简称 MIM)可以帮助理解人们如何通过推断他人行动背

后的多种动机来评价他人的行为[29] 。 其基本假设是:人们通常会对特定行为背后的动机作出推断,
而对动机的推断通常又会影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判断。 在动机推断的过程中,围绕行为的情境因素

十分重要,因为情境有助于阐明目标人的动机,感知者会考虑多种动机以及情境的特征和先验知

识①,进行多重推断,在这些不同的推断之间寻求统一或一致性。 多重推理模型解释了感知者是如何

整合几种推理特征和动机的,补充了社会感知领域对思维、动机和意向关注的缺口。
在体育赞助领域,研究者将多重推理模型提出的三种情境动机发展成三种赞助品牌商动机,即

情感动机( Affective
 

Motive) 、规范动机( Normative
 

Motive) 和获利动机( Calculative
 

Motive) [30] 。 情感

动机是消费者推断品牌赞助行为是在自由选择条件下出于对赞助对象的积极态度驱动的。 规范动

机,即人们可能会认为品牌赞助体育赛事活动并非出于情感喜爱或者获得私利,而是在约定俗成的

社会约束下执行规范操作,履行义务。 获利动机,即人们认为品牌从事赞助活动是为了进入市场销

售产品和服务,赞助只是作为一种营销传播的工具。 研究结果表明,体育赞助交易特征会影响消费

者对赞助商和品牌的动机推断、态度和行为意图:区域接近性和长期的伙伴关系会导致消费者对契

合度和赞助动机做出积极推断,从而获得更好的效果;相比之下,消费者将高赞助费、国际赞助商和

冠名权关系与获利动机联系在一起,并对这些因素产生负面看法。
而在影响者营销领域,情感动机和获利动机推断被用来解释消费者对影响者营销的动机推断和

态度反应。 推断为情感动机的影响者营销被认为是出于对赞助产品喜爱的自由选择行为;获利动机

则推断影响者营销是为了获取私利,另有所图。 研究发现:产品-影响者一致性会导致情感动机推断

的增加,从而引起更积极的产品态度;赞助披露会导致更高的获利动机推断,从而导致更高的广告

识别。[28]

与影响者营销相似,Verlegh 等发现奖励性的推荐(推荐成功即可获得报酬)往往会导致不利的

接受者反应,如品牌评价和购买意愿降低,因为人们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动机驱动了推荐[31] 。 同时,
基于多重推理模型,研究还发现了一些缓解动机推断的调节因素,包括情境约束(由接收者主动请求

推荐) 、先验知识(个体依据先验知识,根据推荐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来判断推荐者动机)以及合

理的替代动机(如分配奖励、象征性奖励等) 。
应用多重推理模型研究影响者营销,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交媒体用户在评估影响者营销时基于复

杂情境条件对不同因素的多重处理。 在赞助披露条件下,用户知晓影响者商业意图,通过披露内容

和信息属性,用户推断影响者的动机(例如获利动机或情感动机) ,从而形成对影响者的可信度和产

品态度。 此外,由于影响者可信度在赞助披露与产品态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8] ,因而,我们可以推测

出动机推断和影响者可信度在赞助披露与产品态度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此,提出以下两个

假设:
H4:赞助披露通过降低用户对影响者的情感动机强度,进而降低了影响者可信度,最终负面影响

了产品态度,即情感动机推断和影响者可信度在赞助披露与产品态度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H5:赞助披露通过提升用户对影响者的获利动机强度,进而降低了影响者可信度,最终负面影响

了产品态度,即获利动机推断和影响者可信度在赞助披露与产品态度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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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偏向与赞助披露

长期以来,学者一直对营销传播的信息偏向( Message
 

Sidedness)感兴趣,即广告诉求中是否包含

产品的负面特性,如果只强调产品的积极属性,而没有提及任何缺点,则是单面信息( One-sided
 

Mes-
sage) ,如果同时强调产品的积极和消极属性,这是指双面信息( Two-sided

 

Message) [21,32] 。
双面信息策略在广告营销领域被广泛应用,其积极作用也被屡次验证。 实证研究表明,双面信

息广告可以提高广告可信度[30,33] 。 双面广告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提升了人们对广告商说

实话意愿的信念,而不是说实话能力的信念[34] 。 双面信息策略同样被应用到销售说服技巧上,销售

人员对产品的负面评价会影响消费者对销售人员行为背后的说服动机的推断。 根据额外信用效应,
当说服者做出与预期相反的负面评价时,可能获得额外的信用,消费者可能对看起来拒绝使用说服

策略的说服者抱有更好的态度[35] 。 研究也证实,销售人员使用双面信息会减少目标对象说服知识

的使用,增强了消费者对销售人员可信度的感知[36] 。 尽管双面信息不一定导致平衡的论点,但在许

多情况下,双面信息被认为比单面信息更可信。
在影响者营销领域的研究也表明,双面信息会增强赞助帖子中背书者的可信度和态度[37-38] 。 研

究经常采用说服知识模型进行解释,认为具有说服意图的单面信息可能会提示人们相信他们被操纵

了,启发防御,从而导致对信息和信源的不信任。 然而,这种负面效应可以通过双面信息来缓解,这
些强调产品缺点的信息可能“显著提高来源的感知可信度,减少负面认知反应” [39] 。 同理,双面信息

也可以缓解赞助披露的负面效应,归因理论的折扣原理被广泛应用于赞助披露和双面信息的研

究[40] :通过使用双面信息,信源引入了除经济补偿外接受赞助的第二个合理原因,即真诚分享意见

这样的利他主义动机[41] 。 这些对信源是诚实的认知评价可以减轻赞助披露对来源信誉和信息态度

的负面影响[32,42] 。 这也解释了前人研究的结果,即使用单面信息时,赞助披露更容易导致对影响者

可信度的负面评价;当使用双面信息时,赞助披露的负面影响作用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将探讨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负面影响的缓解作用,具体提出第六和第七

个假设:
H6: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与情感动机之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即与单面信息相比,双面信息情景

下,赞助披露对情感动机负面影响作用更小

H7: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与获利动机之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即与单面信息相比,双面信息情景

下,赞助披露对获利动机正面影响作用更小

综上,本研究欲考察社交媒体用户对赞助披露下的影响者营销的心理机制,研究框架如图 1 所

示。 本研究拟采用 2 个实验研究对这些假设加以检验。

图 1　 研究模型

三、实验一:赞助披露对产品态度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假设检验

实验一的目的为检验 H1 和 H2,即赞助披露对影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的直接影响作用,同时

检验 H3,即影响者可信度在赞助披露与产品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 H4 和 H5,即多重动机推断

·401· 　 2024 年第 6 期



和影响者可信度(包括情感动机和获利动机)在赞助披露与产品态度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实验采

用单因素(赞助披露:披露 vs. 不披露)被试间设计。
(一)实验设计

1. 实验材料

社交媒体平台选择影响者营销领域具有典型代表的小红书平台。 为提高实验的真实性以提高

研究的外部效度,实验均选择真实品牌产品和影响者,实验图片的设计力求能够最大程度上再现小

红书 APP 手机用户的使用场景。 产品根据《2022 上半年品牌营销数据报告(小红书平台) 》选择商

业笔记篇数和互动总量排名较高的产品类型,结合产品类型,分别选择享乐产品香薰、实用产品空气

炸锅和中性产品洗面奶[43] 。 为了排除品牌熟悉度的干扰,品牌则在小红书 2022 年 12 月商业投放榜

单中分别选择大众熟悉度较低的品牌———马吉拉、BRUNO 和且初[21] 。 为避免影响者知名度和熟悉

度的干扰,Campbell 等将影响者划分为名人影响者(粉丝数量≥100 万,在社交媒体外已获得公众关

注或名声) 、超级影响者(粉丝数量≥100 万,通过社交媒体成名,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比较有名) 、大
型影响者(粉丝数量在 10 万至 100 万之间) 、微型影响者(粉丝数量在 1 万至 10 万之间)和纳米影响

者(粉丝数量<1 万)5 个类别。 因而本研究分别从三种行业垂类中筛选出粉丝数 1 万至 10 万的微影

响者[41] 。
赞助披露使用小红书平台品牌合作笔记的官方标识,即使用小红书品牌合作笔记的官方标识,

即“与@ ××合作” 。 如果不披露,则没有这个标识。 为提高实验的生态效度,实验材料模拟了小红书

平台的笔记界面,在小红书平台上收集相关笔记,结合产品本身特点,提炼高频代表性语言进行描

述。 两组的实验材料除广告披露和不披露外,其他信息如广告语、图文比例、顶部时间电量横幅等完

全一致。 本研究包括洗面奶、空气炸锅和香薰 3 组实验材料,图 2 为其中一组实验材料。

图 2　 赞助披露操纵

2. 预实验与操纵检验

赞助披露的操纵方式:使用小红书平台的品牌合作笔记的官方标识,即“与@ × ×合作” ,如图 2
所示。 招募了 52 位被试预实验,在“博主表明了笔记是与品牌合作的”的问题上,赞助披露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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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被试回答“是” ;无赞助披露条件下 16%的被试回答“是” ,两组具有显著差异[F = 33. 39( 1,
50) ,p<0. 001] ,证明赞助披露操纵成功。

3. 被试与实验流程

正式实验的被试还是在小红书平台面向所有用户公开发布帖子,声明因实验需要,遵循自愿原

则招募平台用户作为志愿者,最终招募到 264 个有效样本。 其中男性 66 人,女性 198 人,接近小红

书平台男女比例 3 ∶ 7。 年龄在 18 ~ 35 岁区间的样本占比约为 84%,与小红书 60%为 22 ~ 32 岁用户

结构较为接近[44] 。 具有本科学历的样本占 78. 8%,高于小红书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 71% [44] 。
小红书使用时长在 40 分钟以上的样本占 64. 4%,参考小红书用户日均使用时长 57 分钟[44] ,可以认

为样本具有代表性。 将被试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接受两种实验材料的刺激。
实验程序安排如下:为了保证被试的卷入度,首先通过指导语引导被试进入浏览小红书平台的

情景中,预设自己有购买相应产品的需求,并通过在线问卷功能限定被试至少停留一分钟。 然后呈

现实验材料,被试仔细看完上述材料后,要求其填答问卷。 在此过程中,被试可自由返回再次查看实

验材料。 提交有效问卷的被试均可获得报酬。
4. 变量测量

影响者可信度:采用以往研究的可信度量表[45] ,并根据 Ohanian 的研究[46] ,用五点语义差别量

表进行测量,要求被试为影响者所发布笔记从“是否诚实性” “是否真诚性”等 5 方面打分。 量表的

内在一致性信度 α 为 0. 87。
产品态度:参考 Silvera 和 Austad 的量表[47] ,同样使用 5 点语义差异量表进行测量,要求被试为

笔记中的产品从“是否想要” “是否喜欢”等 4 个方面打分。 量表通过信度效应检验(α = 0. 89) ,平均

产品态度为 3. 32(SD= 0. 74) 。
多重动机推理:采用 Kim 等的量表[48] 以及 Allen 和 Meyer 的量表[49] ,要求被试用 5 点里李克特

量表(1 =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对“以下关于影响者和产品之间关系的陈述”进行评分。 情感动

机推断测量包括“博主很喜欢这个产品”和“产品对影响者有很大的意义” ;获利动机推断测量包括

“博主推荐产品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利益”和“博主在笔记里推荐产品是为了利用它获得好处” 。
两个分量表均通过信度效应检验(α情感 = 0. 73,α获利 = 0. 78) 。

除了研究变量以外,问卷最后还有操纵检验题和人口统计学变量。
(二)结果分析

1. 操纵复检和控制变量检验

让被试回答“该博主是否表明了笔记是与品牌合作” 的问题,结果显示:有赞助披露条件下

87. 1%的被试回答“是” ;无赞助披露的条件下 9. 1%的被试回答“是” 。 两组具有显著差异[F = 3. 91
(1,262) ,p<0. 001] ,对赞助披露的操纵是成功的。

检验产品类型、品牌熟悉度和影响者熟悉度对影响者信任度和产品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组

被试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较成功控制了这些变量的无关干扰。
2. 赞助披露主效应检验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赞助披露对影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赞助

披露对影响者可信度具有显著的主效应[F(1,262)= 27. 63,p<0. 001] ,与看到赞助披露笔记的被试

相比(M披露
 = 3. 11,SD披露

 = 0. 80) ,看到不披露笔记的被试对影响者更加信任(M不披露
 = 3. 60,SD不披露 =

0. 73) ;对产品态度也具有显著的主效应[ F( 1,262) = 24. 91,p< 0. 001] ,与不披露相比( M披露 =
3. 34,SD披露 = 0. 70) ,披露会降低产品态度 ( M不披露 = 3. 77, SD不披露 = 0. 73) 。 因此假设 H1 和 H2
成立。

3. 情感动机和获利动机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借鉴温忠麟与叶宝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来检验情感动机推断在赞助披露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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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信度、产品态度和品牌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50] 。 首先对总效应 c,也就是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变量赞助披露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影响者可信度[ F( 1,262) = 27. 63,p<
0. 001]和产品态度[F(1,262)= 24. 91,p<0. 001] 。 其次对中介效应所涉及的两个路径系数 a(自变

量对中介变量)和 b(中介变量对因变量)进行依次检验,结果表明:自变量赞助披露能显著预测中介

变量情感动机推断[F(1,262)= 60. 68,p<0. 001] 。 具体来说,看到赞助披露笔记的被试比看到不披

露笔记的被试将推断影响者具有更低的情感动机(M披露
 = 3. 29,SD披露

 = 0. 67;M不披露
 = 3. 91,SD不披露

 =
0. 63) 。 情感动机推断也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影响者可信度[F(1,262)= 42. 07,p<0. 001]和产品态度

[F(1,262)= 47. 08,p<0. 001] 。 具体来说,高水平的情感动机推断比低水平情感动机推断更倾向于

给出更积极的影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证明间接效应显著。 采用 Bootstrap 法(样本量 5000,95%置

信区间)验证链式中介作用,所有的中介效应如图 3 所示。 具体而言,情感动机、影响者可信度的链

式中介效应由以下三条路径组成:①赞助披露-情感动机-产品态度的间接效应,效应量为- 0. 20
(95%CI

 

= [ -0. 31,-0. 11] ) ,效应占比 38. 23%;②赞助披露-影响者可信度-产品态度的间接效应,
效应量为-0. 10(95%CI

 

= [ -0. 18,-0. 04] ) ,效应占比 36. 39%,这条中介路径显著,证明 H3 成立;
③赞助披露-情感动机-影响者可信度-产品态度的间接效应,效应量为-0. 02( 95% CI

 

= [ -0. 05,-
0. 01] ) ,效应占比 25. 38%,该链式中介路径显著,证明 H4 成立。

图 3　 情感动机中介效应图

用同样的方法检验获利动机推断在赞助披露与影响者可信度及产品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首

先参照上文结果可得,自变量能显著预测各因变量。 其次对中介效应所涉及的两个路径系数 a(自变

量对中介变量)和 b(中介变量对因变量)进行依次检验。 结果表明:自变量赞助披露不能显著预测

中介变量获利动机推断[F(1,262)= 0. 63,p= 0. 43] ,中介变量获利动机推断能显著预测因变量影响

者可信度[F(1,262)= 11. 16,p= 0. 001]和产品态度[F(1,262) = 7. 10,p = 0. 008] 。 用 Bootstrap 法

检验,结果如图 4 所示。 具体而言,获利动机、影响者可信度的链式中介效应由以下三条路径组成:
①赞助披露-获利动机-产品态度的间接效应,效应量为-0. 004(95%CI = [ -0. 03,0. 01] ) ,置信区间

包含 0,该中介路径不显著;②赞助披露-影响者可信度-产品态度的间接效应,效应量为-0. 21(95%
CI

 

= [ -0. 32,-0. 12] ) ,效应占比 48. 8%,该条中介路径显著,再次证明 H3;③赞助披露-获利动机-
影响者可信度-产品态度的间接效应,效应量为-0. 01( 95% CI

 

= [ -0. 03,0. 01] ) ,该链式中介路径

不显著,因而拒绝假设 H5。

图 4　 获利动机中介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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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与小结

实验一验证了赞助披露对影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的直接影响。 具体来说,在影响者营销中披

露赞助合作信息时,个体对于影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的感知和评价会降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披露赞助信息提醒、告知了用户帖子的商业合作性质,使用户对影响者产生怀疑,对产品产生负面态

度,影响营销效果。
实验一还发现,赞助披露与否影响用户对影响者发布帖子的情感动机推断,进而影响用户对影

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的感知和评价,也就是情感动机推断起到中介桥梁作用,并且是起到遮掩效

果。 具体来说,当影响者营销中,本来赞助披露对营销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通过情感动机推

断这个中介桥梁后,披露赞助对营销效果的负面影响作用减小,也就是情感动机推断对主效应起到

遮掩效果。 而赞助披露对影响者发布帖子的获利动机推断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猜想可能是由于本

研究选取小红书平台,该平台的影响者营销泛滥,可能导致用户对所有的影响者是否受到赞助持怀

疑态度,因而无论是否披露,都会对影响者的推荐行为作出获取私利的动机推断,因而赞助披露与获

利动机之间关系不显著。 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否披露,用户对于影响者获利动机推

断都偏高,而且其方差比较小,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作者的猜测。
实验二将继续探索赞助披露对营销效果的作用机制,引入调节变量双面信息是否对赞助披露的

负面效果具有缓解作用。

四、实验二: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作用效果调节作用的假设检验

实验二的目的是探究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与多重动机推断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即检验 H6 和

H7。 本实验扩展了样本范围,不再局限于小红书用户,以大学生群体为实验对象,增加结论的普适

性。 实验二采用 2(赞助披露:披露 vs. 不披露) ×
 

2(信息偏向:单面信息 vs. 双面信息)的双因素被试

组间设计,同样还是以小红书作为目标社交媒体平台。
(一)实验设计

1. 实验材料

赞助披露仍使用小红书平台品牌合作笔记的官方标识,即“与@
 

xx 合作” 。 信息偏向的操纵则

为:在笔记正文文案添加负面信息“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喜欢它的味道”为双面信息组,而不添加负

面信息则为单面信息。 实验产品、品牌和影响者仍沿用与实验一相同的材料,控制变量的处理也与

实验一相同。
2. 预实验与操纵检验

为保证正式实验自变量操纵的成功以及测试实验材料的效度,在正式实验之前进行了预实验。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在某大学的图书馆招募了 54 位大学生被试,随机分配到 4 组实验材料中的任

意一组,进行赞助披露和信息偏向的操纵检验测量,并测量品牌熟悉度和影响者熟悉度。 结果显示,
赞助披露操纵成功:关于“博主表明了笔记是与品牌合作的”的问题,在有赞助披露条件下,88%的被

试回答“是” ;没有赞助披露的条件下,16%的被试回答“是” 。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F = 51. 84
(1,52) ,p<0. 001) ] 。 对信息偏向的操纵不成功:关于“笔记是否同时介绍了产品的优缺点” 的问

题,双面信息条件下,52%的被试回答“是” ;单面信息的条件下,24%的被试回答“是” 。 虽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F = 54. 356(1,52) ,p= 0. 042<0. 05) ] ,但双面信息条件下正确识别出双面信息的被试

比例较低,操纵不太成功。 品牌熟悉度和影响者熟悉度在不同实验组没有显著差异[ (F = 1. 715(3,
49) ,p= 0. 177>0. 05) ;(F = 0. 337(3,49) ,p= 0. 779) ] ,说明排除了这两个因素的干扰。

信息偏向操纵不太成功,猜测原因可能是产品优缺点信息呈现得不够明显,且缺点信息比例较

小。 重新调整操纵方式:将产品优缺点明确标示,并平衡优缺点信息量。 重新招募了 50 位大学生被

试进行赞助披露操纵检验测量,结果显示信息偏向操纵成功,两组被试差异显著[ (F = 66. 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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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p<0. 001) ] 。
3. 被试与实验程序

实验二的被试从大学生中招募,剔除 7 个无效样本,共收集到有效样本 252 人,其中男性样本

101 人,女性样本 151 人,分布较为均匀;84. 5%样本的年龄集中在 18 ~ 25 岁区间;73. 8%样本为本科

生,其余的为研究生;小红书使用时长在 40 分钟以上的样本占 54%,可以认为样本具有代表性。
实验程序与实验一基本一致,随机展示 4 组实验二材料中的 1 组(3 种产品类型刺激随机展示) 。

被试看完材料后需要填写的问卷也与实验一相同。 影响者可信度量表、产品态度量表以及多重动机

推理两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 75 至 0. 91 之间,均大于 0. 70 的标准。
(二)结果分析

1. 操纵复检

让被试回答“该博主是否表明了笔记是与品牌合作” 的问题。 结果显示:有赞助披露条件下,
88. 0%的被试回答“是” ;没有赞助披露的条件下,17. 0%的被试回答“是” 。 两组被试差异显著[F =
4. 72(1,250) ,p<0. 05] ,说明对赞助披露的操纵是成功的。 让被试回答“笔记是否同时介绍了产品

的优缺点”的问题,结果显示:单面信息条件下,94%的被试回答“是” ;双面信息条件下,16%的被试

回答“是” 。 两组被试差异显著[F = 25. 51(1,250) ,p<0. 001] ,说明信息偏向操纵成功。
2. 信息偏向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和情感动机推断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

如表 1 所示,赞助披露和信息偏向对情感动机的主效应均显著,赞助披露×信息偏向对情感动机的交

互效应不显著[F = 0. 29(1,248) ,p>0. 05] ,交互项作用不显著,说明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和情感动

机推断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拒绝假设 H6,即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与情感动机之间关系不能

起到调节作用。

表 1　 赞助披露、信息偏向对情感动机方差分析结果

自由度 均方 F p

赞助披露 1 12. 455 27. 707 0. 000

信息偏向 1 16. 612 36. 953 0. 000

赞助披露×信息偏向 1 0. 128 0. 285 0. 594

　 　
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和获利动机推断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2 所

示:赞助披露对获利动机的主效应不显著,信息偏向对获利动机的主效应显著,赞助披露×信息偏向

的交互项对获利动机影响显著[F = 7. 63(1,248) ,p<0. 05] ,证明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与获利动机推

断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

表 2　 赞助披露、信息偏向对获利动机方差分析结果

自由度 均方 F p

赞助披露 1 0. 090 0. 161 0. 689

信息偏向 1 8. 757 15. 643 0. 000

赞助披露×信息偏向 1 4. 270 7. 627 0. 006

　 　
为了进一步了解信息偏向在赞助披露与获利动机推断之间的调节效果,研究绘制了信息偏向调

节作用图,如图 5。 更具体地说,在单面信息的条件下,赞助披露显著影响获利动机推断[F(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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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4,p<0. 05] ,没有赞助披露条件的获利动机(M = 4. 016,SD = 0. 847)显著低于有赞助披露的获

利动机(M = 4. 33,SD= 0. 42) 。 然而,在双面信息的条件下,赞助披露对获利动机推断的影响不显著

[F(1,124)= 2. 34,p>0. 05] ,没有赞助披露的获利动机(M = 3. 91,SD = 0. 891)与有赞助披露的获利

动机(M = 3. 69,SD= 0. 732)之间无显著差异。 综上,假设 H7 成立,即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与获利动

机之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与单面信息相比,双面信息情景下,赞助披露对获利动机影响作用更小。

图 5　 信息偏向调节作用图

(三)讨论与小结

实验二证明了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和获利动机推断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具体来说,相比于单

面信息策略,当采用双面信息策略时,赞助披露对获利动机的正向预测减弱至没有显著关系,也就是

双面信息策略对赞助披露的负面效应起到缓解作用。 本研究证明通过使用双面信息,真诚分享意

见,对影响者这个信源是诚实的认知评价可以减轻赞助披露对来源信誉和信息态度的负面影响,使
得赞助披露的负面影响作用变得不显著。

然而,信息偏向对赞助披露和情感动机推断之间关系未起到调节效应,也就是即使使用了双面

信息策略,仍不能显著缓解赞助披露的负效应。 本文猜测可能是影响者如果出于情感动机,即真的

喜欢这个产品而推荐该产品,应该对该产品赞美有加,不太可能提及该产品的缺点。 所以,无论单面

信息还是双面信息,消费者对影响者的情感动机推理差别不大。

五、讨论与结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了两个实验,旨在揭示影响者营销中赞助披露的存在是如何降低消费者对影响者可

信度和产品态度的感知评价,而信息偏向又如何缓解了赞助披露的负面影响。 首先,两个实验都证

明,赞助披露对影响者可信度和产品态度具有负面的影响,即与无赞助披露相比,赞助披露的影响者

营销让消费者对影响者更加不信任,对产品评价更消极。 其次,两个实验都证明了情感动机推断在

赞助披露和营销效果之间起到中介桥梁作用,即赞助披露的存在会减少对于影响者情感动机的推

断,从而降低影响者可信度,最终降低产品态度;但是,获利动机推断则对赞助披露和营销效果之间

关系未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最后,本研究还证明了信息偏向在赞助披露和获利动机推断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即相较于单面信息策略情景,双面信息策略情景下,赞助披露对获利动机正向影响作用更

小,起到了缓解作用;但是,信息偏向并不能调节赞助披露和情感动机推断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探究获利动机和情感动机推断的中介作用,以及信息偏向的调节作用,揭示了用户对影

响者营销行为的心理处理机制及其态度转变过程。 理论贡献体现以下三点:首先,以往较多从影响

者的特质以及其与消费者关系视角出发研究营销效果的影响因素,而本研究突破此局限,从信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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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策略出发,将赞助披露相关研究应用于影响者营销领域。 其次,以往关于赞助披露的研究大多以

说服知识模型为理论基础,多从认知-态度视角出发,聚焦于赞助披露通过说服知识和广告识别水平

的中介作用影响用户态度与意愿,这可部分解释赞助披露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则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以多重动机推理模型为理论依据,深挖态度转变的内在原因,从动机推理的这一心理过程来探索

用户的态度转变机制,揭示用户如何根据不同情境特征处理多重动机推断,进而影响用户的情感和

态度,为理解用户如何感知影响者营销和赞助披露提供新视角。 最后,本研究还探索了如何缓解赞

助披露负面效应的作用机制,已有研究多数关注披露的位置[51] 、披露的形式[52] 、披露的明确程

度[53] 、披露的合作形式[54] 以及非赞助披露[39] 等因素对赞助披露与营销效果之间的调节作用,较少

关注到信息偏向这种信息公正策略。 本研究证明信息偏向作为调节变量,缓解了赞助披露的负面效

应,不仅延展了赞助披露领域的研究框架,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信息偏向等信息策略的理论研究。
本研究结果对影响者营销及其监管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本研究表明用户会根据

影响者行为属性和情景特征对影响者多重动机作出推断,这种动机推断会影响用户对影响者的信任

度和产品的态度。 所以影响者注意调整自身在网上的一言一行,严格审查所发出的帖子,让用户多

做情感动机推理,少做获利动机推理。 其次,影响者营销按照法规需要进行赞助披露,但赞助披露会

负面影响营销效果,本研究证明双面信息的公正策略可以缓解赞助披露的负面效应,因而影响者发

帖子时既要说明品牌产品的优点,还要提到缺点,以降低用户对于影响者获利动机推断水平,从而减

少赞助披露的负面作用。 最后,本研究对平台和相关监管部门的建议,相比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屡禁不止的监管乱象,监管部门可以向影响者建议使用信息策略缓解赞助披露的负面效应,打消品

牌和影响者的顾虑,提高影响者营销赞助披露的意愿。 同时,本研究在变量操纵检验过程中发现,被
试对小红书现有赞助披露识别度不高,平台和相关监管部门应对赞助披露标记加强监管,确保合作

赞助披露的清晰呈现,保障用户权益。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本研究仅选取了国内影响者营销典型代表且官方赞助披露比较

到位的平台小红书作为研究对象,未涉及其他社交媒体,这一实验设计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效度。
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在不同平台上,影响者营销赞助披露效应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 其次,本研究

仅采用图文形式的营销内容材料,未来可探究视频等形式不同营销内容的作用效果。 最后,本研究

为避免熟悉度等先验知识的无关因素干扰,选用小量级的微影响者作为研究对象,量级不同的影响

者个人魅力及其与粉丝之间的准社会关系也不同,可能本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量级更大的影响者,
今后可以其为研究对象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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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essage
 

Sidedness
 

on
 

Sponsorship
 

Disclosure:
A

 

Research
 

Based
 

on
 

Multiple
 

Inference
 

Model

Zeng
 

Xiuqin,Xu
 

Jingyan(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ponsorship
 

disclosure
 

on
 

influencer
 

credibility
 

and
 

product
 

attitudes,and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re
 

i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ffective
 

motivation
 

infer-
ence

 

and
 

profit
 

motivation
 

inference,and
 

whether
 

two-sided
 

information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nega-
tive

 

effects
 

of
 

sponsorship
 

disclos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sponsorship
 

disclosure
 

significantly
 

reduces
 

influ-
encer

 

credibility
 

and
 

brand
 

attitude,and
 

that
 

sponsorship
 

disclosure
 

can
 

affect
 

these
 

marketing
 

effects
 

by
 

re-
ducing

 

the
 

mediating
 

factor
 

of
 

affective
 

motivation
 

inference. Two-sided
 

information
 

is
 

shown
 

to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nsorship
 

disclosure
 

and
 

profit
 

motivation
 

inference. This
 

is
 

to
 

say
 

sponsorship
 

disclo-
sure

 

has
 

a
 

weaker
 

effect
 

on
 

profit
 

motivation
 

inference
 

in
 

the
 

case
 

of
 

two-sided
 

information( vs. one-sided
 

in-
formation) ,which

 

mitigat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ponsorship
 

disclosure
 

on
 

influencer
 

credibility
 

and
 

product
 

attitude. This
 

study
 

reveals
 

how
 

users
 

deal
 

with
 

multiple
 

motivational
 

inferenc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
texts,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ir
 

emotions
 

and
 

attitudes,and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wo-sided
 

infor-
mation,an

 

information
 

fairness
 

strategy,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ponsorship
 

disclosure,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ponsorship
 

disclosure
 

and
 

is
 

also
 

instructive
 

for
 

influencer
 

marketing
 

practices.
Key

 

words:influencer
 

marketing;sponsorship
 

disclosure;multiple
 

inference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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